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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苏民( 1952 － ) ，男，江苏如皋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兼职教授，南京大学中国思

想家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062。

许苏民，男，1952 年生，江苏如皋人。1992 年 8 月被评聘为
研究员，1995 年被评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现任
南京大学文科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
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武汉大学国学院兼职教授，华东师范
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国哲学史学会理
事。主要代表学术专著有《人文精神论》、《文化哲学》、《历史
的悲剧意识》、《李贽评传》、《王夫之评传》( 与萧萐父师合著) 、
《朴学与长江文化》、《明清启蒙学术流变》( 与萧萐父师合著)
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文学评论》及其他学术
刊物上发表论文约 150 余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16 － 20 世纪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历程》，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儒耶对话与中国现代思想的生成
和发展》，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
思想史》的首席专家之一。著作曾获湖北省人民政府哲学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二
等奖、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首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奖。

晚明西学东渐对王夫之政治哲学之影响

许苏民

摘 要: 王夫之政治哲学受到晚明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权力合法性来源理论、权力制衡理论和法治
学说的影响，至少在九个方面与西学有惊人的相通之处:一是论族类生存的自然权利与西学论人性和国
家起源之关系相通，二是对“正统论”的批判与西学论“霸政非正”相通，三是对“民岩”的分析与西学论
如何解决统治者畏惧民众的问题相通，四是论“环相为治”与西学论权力制衡相通，五是论“君之是不
是，丝毫也不可带过”与西学对“王惟所命亦无不是”说的驳斥相通，六是论“岂得以舜之所以事瞽叟者
事君”与西学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相通，七是论“豫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外”与西学论“王而
不遵法度则非义”相通，八是论“以法相裁……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其裁焉”与西学论“法度者，乃上下
尊卑所均而无异”相通，九是论“严以治吏，宽以养民”与西学论“严以治官、恕以待民”相通。
关键词: 王夫之;西方政治哲学;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权力制衡;法治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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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的政治哲学是否受到晚明传入的西学的影响? 这是一个从来也没有人研究过的问题。笔
者在《王夫之与儒耶哲学对话》一文中从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三方面对王夫之与西学的关系作了论
说，认为王夫之是明清之际的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大思想家，一位受西方哲学影响最深、并以“六经责
我开生面”的理论创造来会通中西哲学，将中国哲学提升到新水平的活跃人物［1］。但该文的最大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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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没有论及西学对王夫之政治哲学的影响，本文试图对此学术难题进行探讨。
从明清之际的儒耶对话来看，对于传教士宣传的观点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总是以对西学有一定

的了解为前提。如果对西学不了解，也就既无从赞成，也无从反对。对于南明永历王朝改宗天主教，王
夫之显然是不赞成的。其不赞成，是因为他认为利玛窦( Matteo Ricci) 所讲的上帝信仰与儒家孝道相冲
突，既尊上帝又讲孝道是为“二本”［2］，学理上难以一致起来，可见他对天主教义的了解相当深刻。其
《思问录》一书，作于他担任永历王朝外交官期间，该书多处提及利玛窦的名字和观点，可见他读过其著
作; 从该书关于“学者以去骄去惰为本”的论述，又可见他通读了庞迪我( Didace de Pantoja) 的《七克》一
书，对该书的精神实质有相当深刻的把握［3］，由此亦可证明他并不拒绝接受西学中的一切合理因素。
除此以外，王夫之还读过哪些西学著作呢? 他自己没有说，就连发现他读过《七克》一书也是经过细心
查证才知道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作为永历王朝的外交官( 行人司行人) ，在朝廷改宗天主教的情况
下，他不能不大量阅读西学文献，不能不努力了解西方。身在朝廷的外交部门，他的读书条件肯定比一
般读书人要好得多，他在永历朝廷中的两位好友瞿式耜和方以智也都是通晓西学之人。这一切决定了
他对于西学具有广阔的视野。
在政治哲学方面，权力的合法性从何而来，采用什么样的政体形式才合乎正义，怎样行使权力才能

保证正义原则的落实，为什么法治优于人治、最高治权的执行者也必须服从法律的统治，是自古以来西
方哲人们探讨的主要问题，晚明西方传教士给中国带来了关于这些问题之讨论的主要思想成果。身为
永历朝廷的外交官，首先要了解的就是外国的政治。西方的政治哲学理论既已输入，王夫之不会不知，
亦不能不去了解。他在政治哲学方面的突破，诚然首先是深刻总结明朝灭亡教训，全面反思传统政治
体制和政治哲学的结果，是其精思独运的理论创造; 但西学的启迪和影响也不可忽视，这从王夫之政治

哲学与西学之惊人的相通或相似之处可以明显地看出。

一、关于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的理论

晚明西方传教士带来了西方政治哲学关于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的理论，其“神意说”为王夫之所
拒斥，而其宣传的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性和国家起源之关系的观点、关于什么样的政体形式才合乎正义
原则的观点，关于如何解决统治者畏惧民众的问题的观点，则与王夫之在政治哲学方面的新的理论创

造有着惊人的相通之处。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西方政治哲学论人性和国家起源之关系与王夫之论族类生存的自然权利。
讲到政治思想，总有一个不容回避的尖锐问题，即政治权力合法性来源的问题。中国传统的占统

治地位的权力合法性来源理论是所谓“奉天承运”说，尽管古人也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
重视民意的说法，但却几乎看不到将人的自爱本性和人的自然权利与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联系在一

起的论说。意大利传教士高一志( Alfonso Vagnoni) 的《王宜温和》一书将亚里士多德关于国家起源的
学说带到了中国，他说:“人性原自私爱，乃无不好自从自适，岂有甘臣而从他人之命耶? 即始明视他人
之才能功德绝超于众，而因自足庇保下民者，即不待强而自甘服从，以致成君臣之伦也。”［4］也就是说，
人们之所以要建立国家，是出于“原自私爱”的自然人性和由此产生的个人利益需要受到保护的自然要
求，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就在于它是适应这种要求而不是拂逆这种要求的。
王夫之关于政治权力之合法性来源的理论与高一志讲的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具有内在精神的相通

之处，且立意更高，内涵更丰富。其哲学思想，“依人建极”。从政治哲学的视角看，“依人建极”首先是
指根于人的求生欲望的生存权。这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 华夏大地是中国人生存的家园，拥有、珍
惜和爱护自己的家园也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然而，这自然而自在地生存着的人们为什么要建立
起国家、为什么要有“君长”呢? 王夫之回答说，是为了“自畛其类”:“人不自畛以绝物，则天维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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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要生存就必须有防止兽类侵害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华夏不自畛以绝夷，则地维裂矣”，华夏族
要生存就必须有保卫自己的和平生活、抵御外来侵犯的能力;“天地制人以畛，人不能自畛以绝其党，则
人维裂矣”［5］，华夏族的人民如果不能消除内部的纷争而团结起来，如果不能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
家，那么，在面临巨大的自然灾难和外敌入侵时，“亦势之不能相救而绝其祸”。因此，“圣人审物之皆然
而自畛其类，尸天下而为之君长。区其灵冥，湔其疑似，乘其蛊坏，峻其墉廓，所以绝其祸而使之相
救。”［6］也就是说，人类只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才建立起国家; 对于华夏民族来说，其立君的目的也
只是为了“保其类”、“卫其群”，依靠伟大的集体力量来战胜各种自然灾害和抵御外敌的入侵。王夫之
的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的微妙区别在于，亚里士多德着眼于个体权利的保护，而王夫之则更多地着眼于

族类生存的自然权利和群体的共同利益。之所以会有如此微妙的区别，与王夫之仔细研究了中国的上
古史有密切的关系，亦与他总结了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曾经多次被游牧民族所征服的教训，特别是以

清代明的历史教训有密切的关系。
从人的族类生存的自然权利出发，王夫之突破了儒家纲常名教至上观念的束缚，鲜明地提出了“一

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7］、“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8］的命题，强调生民
之生死高于一姓之兴亡，民族大义高于君臣之义，只有能“保其类”“卫其群者”才能为其君长，因此，君
权“可继、可禅、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9］。这就使以往被看作至高无上的君臣之义退居次要的地
位，从而凸显了人的生命和族类生存的至上价值。他以这一观点来重新评说历史，发出了许多在传统
的儒家学者们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的言论。如《读通鉴论》说“即令桓温功成而篡，犹贤于戴异类以为
中国主”［10］;“( 岳) 飞而灭金，因以伐宋，其视囚父俘兄之怨奚若”［11］等等。
从“生民之生死”高于“一姓之兴亡”的人道主义原则出发，王夫之对“臧洪杀爱妾以食将士，陷其

民男女相枕而死者七八千人”式的“义”、“张巡杀妾以飨军士，括城中妇女既尽，以男人老小继之，所食
人口二三万”式的“忠”作了严正批判。他认为，“无论城之存亡也，无论身之生死也，所必不可者，人相
食也。”［12］他又说:“天下至不仁之事，其始为之者，未必不托于义以生其安忍之心。洪为之而死于侠，
巡效之而死于忠，于是而朱粲之徒相因以起。浸及末世，凶岁之顽民，至父子、兄弟、夫妻相啮而心不
戚，而人之视蛇蛙也无以异，又何有于君臣之分义哉?”［13］他的这一论述，不仅捍卫了道德的人性基础，
而且从政治哲学的理论高度，彻底颠覆了以维护君主的家天下为至上原则的传统信条。

2、西方政治哲学论“霸政非正”与王夫之对“正统论”的尖锐批判。
采用什么样的政体形式才合乎正义呢? 亚里士多德认为，衡量政体是否合乎正义的标准是看其是

否以全体人民的利益为依归。他说“王制( 君主政体) ”、“贵族( 贤能) 政体”、“共和政体”都以全体人
民的利益为依归，所以是正宗的( 或合乎正义的) 政体形式; 而专制政体则是以僭主个人的利益为依归，

属于君主政体的变态，因而是非正宗的政体形式［14］。高一志的《治政源本》将这一理论带到了中国，他
以汉语“王政”一词指称君主政体，以“霸政”一词指称专制政体，以此说明专制政体与君主政体是两个
不同的概念。他在介绍了西方君主制的两种形式、即世袭制与选举制以后指出: “此二政之外，不复有
他政。乃所谓霸政非正，因不属此政可知也。”［15］所谓“霸政非正”，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非正义的政体
形式。
以传教士介绍的西方君主政体的标准来衡量中国传统社会，则传统的政治制度大抵上就属于所谓

“霸政非正”、即非正义的专制政体形式了。王夫之是否认同这一观点呢? 毫无疑问，他认同是否以全
体人民的利益为依归作为评判政体是否合乎正义的标准，他之所以讲君权“可继，可禅，可革”，就是在
君主能否真正做到“公天下”、即是否为全体人民谋利益的意义上讲的。以这一观点来看传统的“家天
下”的政治制度，就很难不得出“霸政非正”的结论，亦不能不对那种为专制制度作合法性论证的“正统
论”作尖锐的批判。王夫之正是这么做的，他从“天下非一姓之私”的观点出发，痛斥董仲舒、刘歆、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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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津津乐道的“正统论”为“非君子之所齿”的“邪说”［16］。他说:“天下之生，一治一乱。当其治，无
不正者以相干，而何有于正? 当其乱，既不正矣，而又孰为正? 有离，有绝，固无统也，又何正不正之云

邪? 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夷狄盗逆之所可尸，而抑非一姓之私也。”［17］因此，他主张彻底
抛弃所谓“五德”、“正统”的“邪说”，而如实反映“一合而一离，一治而一乱”的中国政治史的本来面目:
“过此而曰五德，曰正统，嚣讼于廷，舞文以相炫，亦奚用此哓哓者为!”［18］

一部君主专制主义的中国政治史，乃是一部以天下为“一姓之私”的政治史，故黄宗羲说:“为天下
之大害者，君而已也。”唐甄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但在王夫之看来，为帝王者皆贼又岂止
是自秦以来? 他虽然有时囿于儒家传统而称说三代，但又揭露三代“暴君之横取，无异于川、广之土
司”。他认为所谓“正统论”，徒然作了乱华的夷狄、篡窃之乱臣证明其“自跻于帝王之列”的合理性并
神化其统治权力的灵光圈，其实他们又有何德之可言:“勿论刘、石、慕容、符氏不可以德言，司马氏狐媚
以篡，而何德之称焉?”［19］针对朱熹等人齗齗于正闰之辨，鼓吹所谓“以混一为主”的正统论，他批评说:
“舍人而窥天，舍君天下之道而论一姓之兴亡，于是而有正闰之辨，但以混一者为主。故宋濂作史，以元
为正，而乱大防，皆可托也。”［20］他认为朱熹以混一为正统，那么，无论什么民族来统治中国，也无论采
取什么卑劣的手段抢得天下，便都可算得上是所谓正统了，这种观点是很荒谬的。正统论的关键是一
个“正”字，王夫之坚决否认其“正”，这与传教士讲的“霸政非正”之说何其相似乃尔!

3、西方政治哲学论如何解决统治者畏惧民众的问题与王夫之对“民岩”的具体分析。
基督教政治哲学主张温和的君主政体而反对专制政体，高一志《王宜温和》第一章指出:“凡和政，

结民心而不使惧也，倘使民惧，惟使民为王而惧矣。盖民爱其主，未有不忠，没世不退; 民惧其主，未有
不恶，没世亦不改矣。”又举例说:“丰所王凡出驾行，悉无扈卫之军焉，或谏以为险，答曰:‘民之爱敬乃
吾之军马者也。’古贤训其王曰:‘以强令民畏，不若以和令民爱。爱则无兵马而宁寐，畏则三军拥扈不
能安矣。’”［21］在中国，传统儒家也讲仁政，似有主张温和的君主政体的意味，但从儒家对“威仪三千”和
“五刑之属”的强调以及历代大儒制定的酷法来看，他们实际上又是企图通过使民众畏惧来消除统治者
的恐惧心理的，所以高一志讲的“结民心而不使惧”的“和政”理论、讲统治者出行时不必如临大敌，对
于中国人来说也是十分新鲜的。
王夫之也敏锐地注意到中国历代帝王和官员皆畏惧民众的问题，注意到古来统治者即有“民岩”之

说。《尚书·召诰》云:“王不敢后，用顾畏于民岩。”这是召公对周成王说的话，“畏于民岩”就是畏惮民
情险恶的意思。王夫之不赞成“民岩”说，他说:“古之称民者曰‘民岩’。上与民相依以立，同气同伦而
共此区夏者也，乃畏之如岩也哉?”［22］又说，民众之所以会成为“岩”，全是统治者造成的:“民本非岩，上
使之岩”［23］。这一命题，乃是对于三千年专制政治理论的一大翻案。对于专制统治者如何造成“民
岩”，他举例说:“唐至懿宗之世，民果岩也。裘甫方馘，而怀州之民攘袂张拳以逐其刺史; 陕州继起，逐
观察使崔荛; 光州继起，逐刺史李弱翁; 狂起而犯上者，皆即其民也。观察刺史而见逐于民，其为不肖，
固无可解者。”［24］他说人民起来驱逐州刺史、观察使，乃是贪暴之吏咎由自取。他又说，唐朝末年人民
之所以揭竿而起，不仅是由于贪暴之君的罪恶，而且是整个专制官僚政治体制“重敛以毒民”的结果。
从朝廷到州县，数以万计的如虎如狼如蛇如蝎的贪官污吏都在穷凶极恶地聚敛财富、鱼肉百姓，“宰相
索之诸道，诸道索之州县，州县不索之穷民而谁索哉?”［25］他说那些地方官吏，几乎无一不是贪暴已极
的土皇帝，他们俸禄不多，可是生活却穷奢极欲:“郡邑之长，所入凡几，而食穷水陆，衣尽锦绮，马饰钱
珂，妾被珠翠，……上吏经过之饔饩，宾客之赠贿，促之于外; 艳妻逆子、骄仆汰妾谪之于内。出门入室，
无往非胁之以剽夺，中人以下，且视死易而无以应此之尤难”［26］，人民又怎能不怨恨、不反抗? 他总结
说:“害之积也，乱之有源也，非一天子暴且贪之故也。是以唐民迫于必死而揭竿以起也。”［27］王夫之讲
“民岩”的生成，不仅为我们揭示了唐末农民战争的根源，而且深刻地揭露了中国传统社会皇权官僚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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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主义的政治体制“重毒于民”的制度性腐败暴虐和官逼民反的真实状况。

人民造反，会造成社会动乱，怎么办? 他既认为“民岩”乃是专制统治者所造成，所以他主张统治者
“知畏民之岩，调制其性情于早”［28］，不要等到人民造反了，再去采取缺乏道义依据的镇压手段。怎样
“善调其情”、“平民岩之险阻”? 他提出了“饬吏治、恤民隐”两大主张，对于民众，他认为统治者要体恤
其疾苦，保障“小民之所依”、即“粟所以饱，帛所以暖”的物质生活需要，同时以礼乐教化之，以政刑约
束之; 对于荼毒民众的贪暴之吏，要依法予以惩治:“民有受墨吏之荼毒者，昂首以待当宁之斧。即其疏
脱而怨忿未舒，亦俯首以俟后吏之矜苏。”［29］这一论述，正体现着高一志之所谓“非操温和之德，定不将
获服民心”的道理。

二、关于权力制衡的理论

晚明西方传教士带来了西方政治哲学关于权力制衡的理论，这一理论对王夫之政治哲学的影响主

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西方政治哲学论权力制衡与王夫之论君、相、谏官“环相为治”。

与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相比，传教士所讲的权力制衡理论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对君权为什么应

受制衡有清晰的认识，这就是高一志《治政源本》所说的:“夫王躬王名色兼人与位二物，人有正范所宜
遵守，则弗能任为所不可为者也; 位有义礼所当依从，则亦弗能以人所欲定其可不可之规者也。”［30］传
统儒家虽然也试图以“天意”、“天理”、“礼法”的名义来制约君权，但“礼法”和“天理”赋予君权的至高
无上的地位，则足以使制约君权的企图本身就成了违反“礼法”和“天理”的行为。二是注重制度性的
权力制衡，以分权为权力制衡之前提。这一点也是传统儒家不重视的，朱熹甚至说:“君臣之际，权不可
略重，才重则无君。”［31］而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则明确告诉人们，基督教政治哲学讲权力制衡是落实
于以教权制约王权的制度设置上的。这一切，对于明清之际中国进步的思想界来说，无疑是极具震撼
力的，它促使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突破儒家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哲学的局限而走
向探讨理性化的制度建设之路。

王夫之通观历代政治设置之得失，借鉴唐代设门下省以封驳皇帝诏敕的制度，设计了一个“宰相之
用舍听之天子，谏官之予夺听之宰相，天子之得失则举而听之谏官，环相为治”［32］的权力制衡机制。在
这一体制中，君主的主要职责在于为国家任命一位贤明的宰相: “天子之职，论相而已矣。论定而后相
之，既相而必任之，不能其官，而惟天子进退之，舍是而天子无以治天下。”［33］宰相权重而责亦重:“宗社

安危，贤奸用舍，生民生死之大司，宰相执之，以弼正天子之愆，而自度其去就。”［34］也就是说，宰相要在
关系宗社安危、关系政治清明、关系民众生死的大政方针上切实负起责任，以纠正君主作出的错误决
定; 如果不能履行这一职能，宰相就应该辞职。宰相的任免虽听之于君主，而宰相则具有组建责任内阁
和用人行政的实际权力，并且直接构成了对皇权的约束。而谏官的设置，也是为了更为有效地制约君
权。试看王夫之论谏官的两个主要职责:

一是在选择什么样的人为宰相的问题上制约君权。王夫之与高一志一样，认为君主是人不是神，

是人就具有人的一切弱点、缺点; 又进而认为，如果君权不受制约，就会在选择什么样的人为宰相的问
题惟其所欲:“上喜察察之明，则苛烦者相矣。上喜呴呴之恩，则柔茸者相矣。上贪黩武之功，则生事者
相矣。上利锱铢之获，则掊克者相矣。上耽宴安之逸，则擅权者相矣。上逐声色之欲，则导淫者相矣。

上惑佛老之教，则妖妄者相矣。上寄耳目于宦寺，则结阉竖者相矣。上委国政于妃嫔，则交宫禁者相
矣。”［35］要改变这一局面，就必须有敢于犯颜直谏的人，使君主不为小人献媚邀宠的谗言所迷惑，“故谏
官以其犯颜无讳之危言，绳之于早，纠之于微，则木不腐而蠹不生，形不污而影不黯，宰相之可否，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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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之中，莫能隐蔽。”［36］

二是对君主所下的错误的诏敕予以封驳。王夫之充分肯定唐代设门下省以封驳君主诏敕的政治
设置的合理性，主张“以封驳争论之权授之谏官”［37］。他说唐代的谏官与宰相为僚属，听治于宰相，故
谏官的职能在于纠正君主的过失，这一设置是合乎理性的; 可是到了宋朝，自宋仁宗以后，宰相就没有

任用谏官的人事权了，谏官也不受宰相管，使“宰执与台谏分为敌垒，而交战于朝廷”，这就使谏官的职
能从制约皇帝变成制约宰相了，从而大大削弱了宰相的权力而强化了君主的权力。而明朝为了进一步
强化皇权，干脆不设宰相，更以六科给事中来制约六部和内阁，由此造成的“政府谏垣不相下之势”，更
是导致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王夫之强调谏官的职能在于制约君主而不在于牵制宰相，可见其政治眼
光之深邃。

2、西方政治哲学对“王惟所命亦无不是”说的驳斥与王夫之论“君之是不是，丝毫也不可带过”。
高一志在《治政源本》一书中，援引西方古代哲人的话来驳斥“王惟所命亦无不是”的说法，他写

道:“西隅往世又有不明之君曰:‘王惟所欲无不可行，王惟所命亦无不是。’贤者忽闻，即谏曰: ‘不然，
王之上有天，天之上有主，则何可以王所欲为律，又犹以独己为至上，如上无复有主者乎?’”［38］他主张
在君王的命令与正义和法律相违背时，不应执行君王的命令:“安弟阿各王预颁令曰: 凡有命令于国中，
苟与义与律悖者，必误也，且勿行之。”［39］这些论述，对于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新的观念。
与高一志对“王惟所命亦无不是”的驳斥相同，王夫之也对宋儒宣扬的“天下无不是底君”的观点

提出了严正的批评。李延平作为朱熹的老师，讲“天下无不是底父母”，朱熹引而伸之，讲“臣子无说君
父不是底道理”; 朱熹既如此说，于是便有他的学生陈埴( 潜室) 讲“天下无不是底君”。在朱熹那里，臣
子不能说君父的不是，但君父是否有不是则是另一回事，所以他也讲“格君心之非”; 但陈埴则认为君无
不是，一切正确。这里虽然有一些微妙差异，但主张臣民必须绝对服从君主则是他们的共同观点。王
夫之梳理了宋儒这一理论发展的脉络，批评说:“‘天下无不是底父母’，延平此语全从天性之爱上发出，
却与敬处不相干涉。若论敬，则陈善闭邪之谓也。苟不见邪，更何所闭? 潜室套著说‘天下无不是底
君’，则于理一分殊之旨全不分明。其流弊则为庸臣逢君者之嚆矢; 其根原差错则与墨氏二本同
矣。”［40］

王夫之认为，李延平讲“天下无不是底父母”，全从天性之爱立论，但却失去了“陈善闭邪”之义。
陈埴由此引申出“天下无不是底君”，更是全不懂得君臣关系的特殊性，其弊病乃在于引导人去当不分
是非的庸臣。他认为君臣关系应是“道合则从，不合则去，美则将顺，恶则匡救”的关系，因此，“君之是
不是，丝毫也不可带过，如何说道‘无不是底’去做得!”［41］有人说，所谓“天下无不是底君”，乃是就君对
于臣的态度而言的，并非是指君主用人行政之失误而言。夫之驳斥道:“乃去就之际，道固不可枉，而身
亦不可失，故曰‘士可杀而不可辱’。假令君使我居俳优之位，执猥贱之役，亦将云‘天下无不是底君’，
便欣然顺受邪?”［42］王夫之的这一论述，确实说到了很多儒者们的痛处。司马迁说:“文史星历，近乎卜
祝之间，故主上所戏弄，倡优所蓄。”历代帝王对于一心想往官僚政客堆里钻的读书人正是像倡优一般
蓄养着呵! 处于如此可耻的地位，却还要说什么“天下无不是底君”，亏他们竟说得出口!
王夫之看到，有“天下无不是底君”的观念、主张臣应曲从君主的，又岂止是陈埴这样的小儒，唐宋

大儒如韩愈、朱熹又何尝不是如此。朱熹说:“韩退之云:‘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看来臣子无说
君父不是底道理。”［43］对此，王夫之批评道:“韩退之惟不知道，故其《拟文王操》有云‘臣罪当诛兮，天王
圣明’，显出他没本领、假铺排勾当，又何曾梦见文王心事来! 朱子从而称之，亦未免为其佞舌所
欺。”［44］周文王原本商纣王之臣，被纣王囚禁于羑里，而韩愈却假借文王之口来宣扬其但论纲常、不论
是非的君臣观。对此，王夫之质问道:“夫使文王而以纣为圣明也，果其心见以为然邪，抑心固知其不然
而姑为此爱之之语邪? 果其心见以为然，则是非之心已为恭敬所掩，所谓‘之其所爱敬而辟’，爱而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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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恶矣。如知其不然而姑为此语，则与王莽之泣祷于天，愿代平帝之死者，又何以别?”［45］意思是说，如
果周文王明知商纣王之恶，却心口不一地讲什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那就是王莽式的以假仁假义
掩盖其篡弑之心的行为了。

3、西方政治哲学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与王夫之论“岂得以舜之所以事瞽叟者事君”。

在西方政治哲学中，权力制衡理论的深层依据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说，利玛窦以这一观念来论
述君臣关系和父子关系。他说:“国主与我相为君臣，家君与我相为父子，若使比乎天主之公父乎，世人
虽君臣父子，平为兄弟耳焉。此伦不可不明矣!”［46］因此，当君父“私子以奉己”的时候，臣子违逆其意

志就不能说是不孝［47］。

与此不同，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是家族制的农业经济组织; 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君主专制主

义的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则是父权家长制和家族伦理的扩大和延伸。《尚书·洪范》曰:“天子作
民父母，以为天下王。”统治者是以民之父母的姿态出现的。由此而有政治的伦理化和伦理的政治化，

这就是《论语》和《孝经》反复致意的“移孝作忠”、“移悌作顺”、“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历
代帝王标榜的“以孝治天下”，正是从父权家长制引申而来。臣子应以事父的态度事君，成为正统儒家
基本的政治伦理信条。当然，早在西方传教士来华前，何心隐就有“以友朋代君臣”的观点，而在利玛窦
的《交友论》和《天主实义》等书流行后，君臣平等的观念也就更加盛行了。但明确地对传统的观念提
出挑战、主张不可以事父的态度事君的，则是王夫之和黄宗羲。

王夫之认为，君臣关系与父子关系不同。父母有不是处，谏而不听，生为人子者不可以抛弃父母，

这是由血缘关系、天性之爱所决定的。但君臣之间则不然，“君之有不是处，谏之不听，且无言易位，即
以去言之，亦自须皂白分明”。因此，王夫之反复强调，决不可以事父的态度事君，譬如像舜事尧那样地
事君是可以的，然而，又“岂得以舜之所以事瞽叟者事君乎?”［48］这一论述，有破有立，破的是儒家以父
子关系比拟君臣关系的传统观念，立的是君臣人格平等和政治平等的新观念; 破的是专制政治体制中

的人身依附关系，立的是一种新的君臣观。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申说“臣不与子并称”、不以君主
之是非为是非，正与王夫之的论说不谋而合。如我们所知，黄宗羲也是一位在政治哲学方面深受西学
之影响的早期启蒙思想家。当然，王夫之并没有将他上述关于君臣关系的论说贯彻到底。囿于儒学的
传统观念，他有时仍然以父子关系比拟君臣关系，如《诗广传》卷三讲“事君不忠，非孝也”，就沿袭了
《孝经》中的话。此又另当别论。

三、关于法治的学说

晚明西方传教士将西方的法治理论带到了中国，这一理论对于王夫之政治哲学的影响亦在以下三

个方面表现得相当明显。
1、西方政治哲学论“王而不遵法度则非义”与王夫之论“豫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外”。

高一志在《治政源本》中专门写了《义王必遵法度》一章，鲜明地阐述了法律的尊严高于君主、君主
如不守法就不再是君主的观点。他写道:“古之闻士及论王道曰: 王者何? 义之像也。义者何? 遵其法
度也。王而不遵法度则非义，非义则非王，可知也。”［49］也就是说，君主权力的合法性只在于他必须而
且只能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对于君王可以不受法律约束的谬论，高一志作了严正驳斥。他反复强
调:“盖制度也者，必尊于王，而王非尊于制度也。”［50］这一理论，对于明清之际哲人探索国家的长治久
安之道提供了启迪。

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或通过强夺，或通过篡弑，总不能避免流血和诛戮。难道这就是中国政治
无法摆脱的宿命吗? 国家长治久安的奥秘究竟何在? 王夫之意识到，只有“预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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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之外”［51］，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所谓“预定奕世之规”，就是要制订出一套不以统治者的个人
意志为转移、也不以统治权力的更替而改变的法律规章，这样，无论权力如何轮替，也能保证社会政治
稳定，这就要求任何执政者都必须尊重法律，都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和行使其权力。
他也像黄宗羲一样，借“古之天子”来宣扬君主也应尊重法律的新观念。他说:“夫古之天子，未尝

任独断也，虚静以慎守前王之法，虽聪明神武，若无有焉，此之谓无为而治。守典章以使百工各钦其职，
非不为而固无为也。诚无为矣，则有天子而若无; 有天子而若无，则无天子而若有。”［52］所谓“有天子而
若无”，实际上是说法律的权威大于君主的权威，大家都服从那至高无上的法律，君主也不能例外，于
是，纵然是再“聪明神武”的君主，也不能言出法随，也不能以言代法，也不能做任何违反法律的事，自然
也就出现“有天子而若无”的局面了。而所谓“无天子而若有”，则又更进了一步，因为他想到了无天子
的情形。只要有至高无上的法律，依法治国，即使没有皇帝，行政、司法以及整个社会生活依然可以正
常运行，这就是法治，即西方政治哲学之所谓“rule of law”。有了法治，就既可以做到“有天子而若无”，
避免绝对君权荼毒天下，也可以做到“无天子而若有”，即使没有君主亦能保持政令统一、社会稳定和民
族的凝聚力。
王夫之的上述思想，与高一志《治政源本》所提出的“王而不遵法度则非义，非义则非王”的命题在

精神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不同的是，高一志说在古希腊罗马是由“议部”的“议士”们来制订法律，而
王夫之则指望“有圣主兴”来“预定奕世之规”，未免有些逊色; 与黄宗羲讲学校议政、“必使治天下之具
皆出于学校”的观点相比，王夫之的观点也不免显得有些拘谨。

2、西方政治哲学论“法度者，乃上下尊卑所均而无异”与王夫之论“以法相裁……自天子始而天下
咸受其裁焉”。
高一志阐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他写道:“法度者，乃上下尊卑所均而无异者也。则依

法度，凡在下卑所不可为，在上尊者岂可为耶? 倘上尊者先违其所立法而犯其所施令者，岂不诱其民以

违犯乎? ……色搦加或谏所师大王曰:‘王欲民众服听其命，先须自听理命。理主于王，而王不主于众
者未之有也。’以故义王凡有责于民，先责于己; 凡有所禁于民，先禁于己，然后无法不遵，无治不遂
矣。”［53］

与此相应，王夫之设想以法律来制约君主的权力，制裁君主的不法行为，以建立一个“自天子始而
天下咸受裁焉”的法治社会。这一观点是王夫之针对君主接受百官的贡奉而发挥出来的。皇帝既然可
以接受百官的进贡，那么上级官员也可以接受下级官员的进贡，于是便造成了官场上贿赂公行的局面。
不是没有人看到这种官场通例对于政风的败坏，也不是没有人看到这种官场通例给民众带来的痛苦。
进贡，进贡，哪一份进贡的财物不是从普通百姓那里搜刮而来? 可是却有儒者为之辩护说: “三代之王
天下也，方五十里之小国，亦得以币玉上享于王，四海交媚于一人，一人未尝轻也，进奉何病哉?”王夫之
对此种谬论作了尖锐的驳斥，指出“三代之法，不可挟以为名”，那时天子与诸侯的关系就像是明朝中国
与安南、缅甸一样，朝廷接受藩属的进贡，乃是“王者因时服远之权宜”，且这种权宜之计必不可以行于
万世; 至于君臣上下“以财相接”，则绝对是一种歪风邪气，合理的君臣关系和上下级关系应该是“以道
相临”，是道义之交，而不是金钱和财货之交。只有绝“以财相接”之交，法律的权威才能真正确立:“交
绝而后法伸，法伸而后道建”。首先是天子不得夺百官之财以归己，“推此而定上下之章”:“司宪者，秉
法以纠百职，百职弗敢亵也; 奉使巡宣者，衔命以巡郡邑，郡邑弗敢黩也”;“以法相裁，以义相制，以廉相
帅，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其裁焉。”［54］如此，才能“君子之廉以奖”、即形成一种廉洁的官场风气，亦可以
使“小民之生以遂”、即可以给老百姓以一条活路。
王夫之看到，历代王朝并非不惩治贪污; 然而，其惩治贪污通常只是针对下级官员，如果没有特殊

的原因，对于高级官员的贪污则置之不问。他认为这是亡国之道，根本没有抓住惩贪的关键，亦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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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不均”的表现。他说:“严下吏之贪，而不问上官，法益峻，贪益甚，政益乱，民益死，国乃以亡。”［55］有
人说，让高级官员来严惩下级官员的贪污，高官们不就会严于自律了吗? 王夫之认为，这完全是幻想。
那些狡猾的下级官员，“其虐取也尤剧，其馈献也弥丰”，所以也就愈能“得上官之心”，上官怎么会惩罚
这些得力的鹰犬呢? 因此，惩治贪污的关键，“唯严之于上官而已矣。严之于上官，而贪息于守令，下逮
于簿尉胥吏，皆喙息而不敢逞。”［56］王夫之的这些论述，正体现着西学之所谓“法度者，乃上下尊卑所均
而无异”的观念。

3、西方政治哲学论“严以治官、恕以待民”与王夫之论“严以治吏，宽以养民”。
关于如何解决官与民的矛盾，高一志提出了严以治官、恕以待民的原则。他认为对国家政治稳定

的最大威胁来自官员的贪污，“故国之明主图保其民之和而塞乱端，法莫切莫便于坊其仕者之贪而绝奸
徒之诸计也。”［57］依据这一指导思想，就应严以治官，恕以待民:“阿笃大王或命大臣服刑，众臣以为太
严，乃乞末减而优之。王答曰: ‘狱词既合义律，不可易也。数易则律渐衰，因政将无所据、无由立
也。’”［58］“或谏大辣雅诺王以恕民太宽，王曰: 图民尽忠尽孝，可不如是之宽乎?”［59］这些论述，反映了
西方法治传统重在防止政府官员犯罪的立法原则。
传统儒家的政治思想，历来主张以所谓“宽猛相济”的手段来治理民众，并以此为“不易之常道”，

而王夫之把传统儒家用以针对民众的宽猛问题，转化为对什么人当宽、对什么人当严的问题。他说:
“宽之为失，非民之害，驭吏以宽，而民之残也乃甚。”［60］他以汉末的社会状况为例，要人们看一看，那些
横行霸道、“皇路倾险者”，那些“作威福以箝天下，而任贪人于郡邑”者，究竟是些什么人; 看一看人民
如何遭到荼毒，“日在繁霜积雪之下”的悲惨处境。身为君子者，面对民众的这种境况，当为之哀痛，“而
何忍言猛乎!”他又说:“今欲矫衰世之宽，益之以猛，琐琐之姻亚，佌佌蔌蔽之富人，且日假威以蹙其贫
弱，然而不激为盗贼也不能。犹且追咎之曰，未尝束民以猛也。憔悴之余，摧折无几矣。”这些话讲得何
等的沉痛! 认清了什么才是引发社会动乱的祸根，治理的方案也就在其中了，所以王夫之坚决主张:

“严者，治吏之经也; 宽者，养民之纬也; 并行不悖，而非以时为进退者也。”［61］只有“宽以养民，严以治
吏”，坚持这一原则而“非以时为进退”，才抓住了维护社会稳定、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
王夫之还对传统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说法作了严正的驳斥，他说:“记礼者曰:‘礼不下

庶人，刑不上大夫。’是靳礼于上而专刑于下，不足以语王道矣。……恶知政本与礼意哉!”［62］他主张把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说法颠倒过来，即:“王者之法，刑尤详于贵，礼必逮于下。”［63］前面讲“严
以治吏”，这里又讲“刑尤详于贵”，是否意味着另一种形式的不平等呢? 当然不是，法律之所以对官吏
要严，要更多地对达官显贵说不，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比普通民众要高得多，他们拥有的权力也比普

通民众要大得多，因而凡是其地位和权力所及的范围都应作出相应的法律规定，这正是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的表现。之所以还要讲“礼必逮于下”，是因为“以刑治者，治人者也; 以礼治者，自治者也。……自
治而刑略矣。”［64］他看到中国的老百姓受统治者“多求卑贱者于法”的暴政残害、处于“人而致之禽，生
而致之死”的悲惨境遇之中实在太久了，只有把礼也下达于百姓，让百姓自治，才能产生“自治而刑略”
的效果。高一志讲“严以治官、恕以待民”，王夫之讲“宽以养民，严以治吏”，又是何其相似乃尔! 王夫
之又结合中国国情补充了一句“礼必逮于下”，可见其思路之缜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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